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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时代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算法在社会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具有自主学习和决策功能的智能算法

表现出强大的嵌入性，数字空间中算法对于数据信息处理的高效率，使得算法发展脱离了纯粹的工具范

畴，这让算法在资源配置中具备了“去工具化”特征和事实上的技术权力。算法权力不断自我迭代和肆

意扩张，打破了人机关系中的原有的权力平衡，引发利益失衡、主体降维危机等诸多异化风险，数字空

间中人的主体性受到支配和控制。完善数字空间中算法权力的治理体系，需要从人的认知属性、对算法

权力赋予理性和道德、法律规制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在算法权力中的重塑与复归，

完善法律责任的主体归责，构建算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评估监督，倡导法律规制下的算法权力走向“善治”

与“善智”的理想治理建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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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orithms based on big data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re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social field. Intelligent algorithms with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decision-making 
functions show strong embedding, and the efficient efficiency of algorithms for dat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digital space makes the algorithm development out of the pure tool category, 
which makes the algorithm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instrumentation” and the de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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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ower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ontinuous self-iteration and wanton expansion 
of algorithm power has broken the original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triggering many risks of alienation such as im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the crisis of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in the digital space is dominated and 
controlle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algorithm power in the digital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people’s cognitive attributes, giving rationality 
and morality to algorithm power, and legal regul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reshaping and 
restoration of human subjective value in algorithm power, improve the subject responsibilit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build th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lgorithm 
power, and advocate the ide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model of “good governance” and “good 
wisdom” under 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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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灵”伊始，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迅速内嵌社会生活各领域。我们进入了以虚拟网络为背景、

大数据为行为框架、智能算法为运行方式的新技术时代。人力决策、算力运行、脑力创新的高度融合将

社会生活引入了互联化、数据化、算法化的智能数字时代。在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智能算法以其自身

具有快速、批量化处理海量数据、分析计算资源的最优效率配置，与经济社会进行深度融和。人的生活

要素和行为规范、线上线下处理生存必备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发展空间，无不存在着智能算法的参与。与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畅想的根据人类需求自行工作的工具逐渐成为现实的同时[1]，智能算法以其智能

性和自主学习性逐渐脱离了工具化的范畴。智能算法在数字空间中对海量数据信息处理的高效率，并且

以数据的收集、分析以及结果输出等方式，制造并占有了具有社会商业价值的数据资产。算法在诸多方

面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构成此种影响可能性基础在于算法的自主学习和决策功能。社会资源配置中

算法的参与度和自主性占比越来越高，对个体权力的支配程度走向了难以预测的范畴。人类对算法技术

的不完全控制力，使得算法在数据资源配置中具有了事实上的技术权力。算法在人工智能载体和互联网

共享传媒资源的基础上，将人们的生存环境构建成数据化和资源化的数字空间，为社会生活提供巨大便

捷的同时，智能算法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活动都处于被标记和记录的数据库中，只是作为可计算、可

预测、可控制的客体，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了干扰。在算法的规则中人与物都是一串数字，人的尊严和

人格并不存在，数字空间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 
对于算法权力的规制，必须从人的主体性认知与算法技术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对算法权力的规制

的关键在于将伦理价值融入算法权力之中，使得冰冷的算法技术中有人性的温暖和理性的光辉。从法律

规制层面，将算法的不可知性进行透析，设置算法可解释权进行算法对主体侵害的抗辩，通过法律救济

途径环节算法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利益摩擦。最后，在社会发展整体观上思考法律与算法之间的关系，

通过二者秩序的重构，从法律解读理解算法引发的价值问题，将技术与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对算法权力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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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算法的演变：从辅助工具到新型权力 

算法是解决问题或实现特定目标的流程步骤，在有限的资源和资源用确切的、可描述的步骤完成特

定目标。从算法的历史溯源来看，算法最初作为数学计算方法被记载，其英文名称 Algorithm 就是来自于

数学领域，20 实际的数学家图灵提出的图灵论题，并且提出了图灵机的设想，莱布尼兹的梦想将图灵机

与算法等同，算法定义问题得到解决。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的发展，算法在计算机方面已有广泛的发展

及应用。从狭义上来说，今日所言算法指的是一种计算机软件技术规则，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设计的数

字化流程，通过路径和机制的设定，运算出相应结果[2]。算法是逻辑过程，由机器和数字计算机来实现

完全机械化和自动化。 
如今的智能时代，大数据存储信息的趋势化对算法依赖性加强，万事万物皆可以数据化生存，数据

即是信息与社会利益的载体。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所需的算力使得人工计算能力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

天然不足，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不得不逐渐让位于算法。这使得算法从数学计算程式，发展到计算机程

序，到如今与互联网进行深度融合，在公权力决策、私权利行使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

作用。当算法以解决人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便由技术层面走向社会层面，并与数据资源结合成为重要

的新兴社会力量。 
算法的权力化源于其在技术上摆脱了“工具”地位。传统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人是主体，人与工

具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对于数字空间中数据处理的核心在于算法，计算机算

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从技术角度来看，算法的运行程序中，输入层的

数据填充、隐藏层的自动化特征提取，数据训练，自主学习、最后在输出层自动生成认知结果[3]。实现

算法自主决策的“去人类化”。人并不对算法具有完全控制力，算法在数据资源配置中具备了“去工具

化”特征和事实上的技术权力。另一方面，从算法运行载体来看，移动电子设备日益普及，加之基础通

信设施工程广泛布局，大规模、多场景、全时段、高效率的数据采集成为可能乃至常态，算法搜集分析

数据能力的飞跃，依托多媒体的介质传播和物联网强大的线上线下联动，算法模型对于数据潜在规律挖

掘能力得到突破，智能匹配人类所需资源能力加强，算法技术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技术。算法权力

的影响力迅速膨胀。 
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智能算法运用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对海量数据

样本的全盘分析可能得以窥探事物的全貌，避免人类因有限的观察体验而产生的局限性，可以更为准确

地反映客观世界，并尽力排除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由此做出更为科学的承诺：科技正在改善我们的生

活[4]。算法权力的涵盖行和影响力将技术带入生活，已经嵌入各种社会机构运行之中。从广度来看，小

到推送新闻、广告、商品、评估社会信用，大到安排工厂生产、驾驶汽车、飞机、甚至是操控火箭运行、

探索太空空间、寻找宇宙尽头。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将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转化到了网络数字空间，依

托于算法进行的医疗服务、在线教育、协同办公等数字服务广泛应用，不仅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复兴

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国民经济平稳复苏，新型“宅经济”持续

发力、消费方式迅速转变、到家服务升级势头不减，从深度来看，其渗透性和社会功用早已超过大数据

统计时期的技术目标。算法权力的智能自主化使得“技术越复杂、越‘高技术’就越具有生物性”[5]。
生物的“算法”通过各种媒介形式得以延伸，从而变成权力性的社会存在。算法权力在智能化发展中呈现

出的“主体性特征”，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在科技乌托邦中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以及地方技术对人的统治。 

3. 算法异化危机的 

3.1. 挑战数据“自决权” 

权力在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中都是作为核心概念被提及，当特定主体拥有足以支配他人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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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资源的能力时，就可称为权力[6]。人之所以具备事实上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权力始终由人来掌握，

并且有理性地运用权力在有监督的权力运行之间形成平衡。如果技术对人的利益产生事实层面的影响和

控制，那么技术就失去了纯粹的工具性而具有权力属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应当是对客体物具有掌

握和控制权的主体。但是在以算法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心的智能时代，传统意义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

可避免地被数据化，我们正在被“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全面支配。数字空间中作为主体的人被

物化为可识别的代码或程序，而作为可利用的算法客体，并不把人当作主体来看待，只是作为可分析的

客体[7]。人在数字空间中的存在只是一串符号，人的尊严和人格在离散的数据中不能体现和被分析，只

是以“数据人”的存在形式被呈现，成为算法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或元素，人对于社会生活的诸

多决定权让渡与算法，则传统主客二分范式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被颠覆，“算法化生存”成为人类新的历

史叙事模式，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自决权受到了挑战[8]。 

算法权力将人作为可以被数据程式预测、计算和控制的客体，用机器语言建构和传播来营造一种虚

假的社会共识：传媒和代码的无处不在，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塑造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从

人的存在形式而言，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个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活动中有着生动多维

的日常呈现。然而，在“数据即一切”的灰暗时代，每一个人都被压缩、投影到特定的平面上(往往是“利

益的平面”)，变得面目模糊，却“数据清晰”起来。在这种超级权力面前，人的主体性面临着被取消的

危险。人被压缩成一堆离散的特征值。在算法主宰的数字空间中，人并不被要求具有多维的主体识别特

征，而只要求算法提取出来的特征值满足主体的特定要求即可。例如使用淘宝平台进行消费，“只要分

析消费者在搜索引擎中的片面输入内容，就可定义用户的消费倾向的特征，从而进行个性化推送，而不

需要对主体人作全面的分析。通过算法进行片面和孤立的提取，就可满足商业平台盈利的目的。”算法

权力将人作为“对象”甚至是“活动的数据集”。 

3.2. 侵犯主体人格尊严 

无形的智能算法已经改变了我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

面对更隐微、更无所不在、更多元化的权力技术的侵蚀。作为主体的人类被迫虚拟、数据化。价值取向

角度出发，看似中立的算法带来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精准信息，一方面改变人的主体性理解，赋予人的自

由、自主选择和决策以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算法深度嵌入平台经济，通过算法进行批量、大规模、系

统性的决策，可能会使传统世界中存在的思维偏见、隐私侵犯和歧视问题被系统性放大，对人的尊严威

胁[9]。在现实空间中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制和监督形成权力的平衡，保障人的权力和主体性地位免受侵害，

但是算法的黑箱制和不透明性使得数字空间的监督实效，人的主体性权利即使被侵犯，也难以自知和维

护，人作为被利用的客体，却缺乏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主体性。算法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加上国家在算

法治理方面的滞后性，导致算法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失控，这使得算法权力发生了异化。异化作为存在于

人的发展的本性之中和社会存在的本质之下，其所创造的社会产品也必将被人所支配。算法权力所造成

的对主体性的“灰暗”，不能无动于衷。“灰暗”并非“黑暗”：我们置身阴影，但仍能看见光明。我

们依然拥有选择去向哪里的权利。 

3.3. 冲击传统治理框架 

算法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算法运行的过程中涉及的数据材料和运算程式被以计算机代码的

形式呈现，除少数算法研发人员以外，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其涉及理念和目标。人工智能所运用的算法，

作为一种增强或取代人类分析和决策的特殊决策技术，其决策过程的不可知性、内部复杂性以及风险不

确定性也使得数据输入和认知结果之间存在着人们无法洞悉的不透明的隐层，也就是算法黑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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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效运转和内部架构错综复杂的算法决策，传统的治理理路是一种具有先决策性的规制模式。也就

是事先洞悉社会矛盾和发展阻滞的存在，通过对先存在进行调查分析寻觅造成苦难的所在，通过至上而

下的社会权利运行机构进行规制，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个人保障进行调整适配，这样的治理

框架可以将理性与公平纳入适配制度的全过程。而面对信息更迭和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智能算法，特别

是面对算法权利异化造成的危机之时，传统的治理框架面临着对于系统把握的失衡。算法权利的异化，

其不仅是智能技术运行理念理解上的偏差，更为重要的是，其结合了社会中原本存在的趋利作用引导下

人类决策的不公和武断，使得传统治理方式的僵化和力不从心。并且算法权力具有动态性，算法决策结

果可以随着输入数据的调整而改变，这样纷繁灵活的变化，在治理效能上使用传统的规制手段明显不能

够涵盖算法异化造成的危机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治理理念和法治理路的选择上

要更加与时俱进。 

3.4. 加剧法律滞后风险 

算法自主决策的不透明性导致主观偏差和技术偏差的存在，为算法异化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算法

权利的异化也给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了消解和破除其造成的危害，就需要

法制层面上积极的调整和应对。我国算法治理的法律规范与智能算法发展理念和社会实际需求方面存在

着差距，从立法层面而言，对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是面对科技赋能带来的副作用的积极应对。而立法程序

的前期调研和复杂表决使得法律及时审视算法权力异化造成的非理性后果与侵害风险面前存在着滞后

性。法律的调整和改变是对社会基础的及时反映，而算法技术运用的深度和广度随着强人工智能的不断

转变还处于更新迭代的阶段，发展迅速与瞬息万变的算法权力造成了现存法律制度与技术发展存在着时

空的断差，法律与生俱来的滞后性与法律条文追求的权威严谨的程序共同造成了智能算法技术发展中法

治层面规制的难题。我国法律发展也对于算法权力提出了有效的规制路径，例如算法解释权的提出，对

于算法自动化决策和深度学习的达致框架进行了整体意义上的改良，但是具体的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的

落实之上，滞后性产生的后果的现实表现就是面对算法权力异化的危机，法律给予的回应不能够细化到

算法权力运行的全阶段和全过程，也无法预测和控制使用算法技术造成的触发性后果。 

3.5. 损害权力优先的正义观 

公平正义不仅是法治理念的崇高目标，更是社会运行的奉为圭臬的准则。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调整建

立在争议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和诚信等价值基础上。这种传统的正义观从以人为本的道德视角出发，将

权力优先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首要出发点。这样的秩序建构将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行肯定。而人工智能算

法所推崇的争议，是效率为核心的复合正义观，智能算法对于大数据和虚拟空间的整合具有即时处理的

特性，将工具主义带来的信息处理的高效性作为算法整体运行的标准，并不考虑个人的差异性，而仅仅

是将作为主体的人依据不同的操作命令进行群组分类和进行同质化处理。算法权力的运行中将计算结果

作为本质，主张人对于技术失去价值观的理解，将人特有的社会关系离散为片面的数据化进行分析，这

样就大大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和特性。在算法决策是可以节省数据分析的时间成本，却在社会秩序上造成

了对传统正义观的冲击。技术理性与道德价值在算法权力运行中存在对立同样映射在算法与法律关系的

调整之中，如何平衡二者的适配性发展，也是科技时代面对权力优先与效率为主的价值冲击的必要课题。 

4. 算法权力的规制 

算法技术的应用的初衷和原始力，来自于帮助人类将浩如烟海的信息整理归纳、分析过滤后获得精

准查找目标和个性化信息的美好愿景，但算法的应用的无边界和网络数字空间中监管的不到位等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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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算法其实、算法黑箱、算法崩溃等问题频发，同时也加剧了大数据时代以来的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

称以及信息茧房的问题。由算法技术的自主决策和学习能力导致了技术对信息的劫持和算法权力对信息

主体的控制，智能算法的权力属性，将大数据世道下人对于信息决策的权力进行剥夺，其后果带来了人

类边缘化的风险[10]。应对智能算法中“技术主体性”的日益凸显和算法导致的一系列信息劫持暴力和数

据信任危机，抵制算法时代人的主体性渐趋式微，需要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自我审视、从算法性

质出发升级规制思路，从技术规则到权力制约方面进行探索，最后，将算法权力的运行纳入法律调整的

轨道，要从法律自身出发，在应对技术挑战时，如何从法律追求与算法内涵之间理解算法所引发的价值

问题，以及构建出这两种“规范”之间的互动空间。 

4.1. 自我审视：主体认知和技术工具的辩证思考 

自人类可以自主制造工具以来，人与人所创造的技术物之间，都是人类作为主体对客体物的使用与

控制的彰显，人作为主体，有自主权决定对物的制造和使用，这也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彰显。但是人对

于算法权力的关系而言，显然异化了这一主客体之间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异化理论中，

异化指的是人与其生产活动的产物的关系[11]。自我异化指的是人对他人、社会及他自身的态度”马克思

对于异化的经典阐释，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算法技术之间的正确看待，算法社会中人的自我审

视，是人的主体价值与算法权力制约之间认识维度的关键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的阐述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工具性事务，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蕴含

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社会建构中客观存在的算法本质上是对人类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

反映。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的算法是人类需求在当代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算法作为技术是中性的，

我们需要用谨慎的态度来确认，包括算法在内的技术的使用应该针对人类社会的善良和福祉。 
技术的发展是开放和无限的，但是对技术的利用和审视确是封闭和有目的性的，这与特定的人和空

间有莫大关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行和曲折性，让我们在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要看到智能技

术背后的政治倾向、经济发展差距和文化霸权等不平等现象带来的对算法技术的影响。以及算法权力本

身的歧视、黑箱、不透明等带来的被隐匿、漠视与遗忘的人性。进而在明确算法权力发展中，保持清醒

的认知与理性的思辨态度，人作为社会主体要有对算法权力的制约与自决权力。 
对人类主体进行自我审视也是对于正确看待算法技术不可或缺的过程，技术对生活的强大赋能和加

持下的世界，存在着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因果力和计算性意义。算法权力发展的失控正是人的能力的有

限性和客观技术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但同时需要认识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应当是主体，是中

心，而物则是客体，是为主体人服务的，人是目的，而物是手段。人类进入智能社会，都算法权力的规

制也是新数字空间中人的主体价值不断强调的努力。在历史发展阶段，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算法技术对

海量数据处理的积极价值，又从新定位算法权力中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坐标，将其作为基础规范[12]。这就

需要对人的主体性有清醒的认知，作为技术物存在的算法要受到主体的制约，作为主体人的“主体性”

和“自治性”使得人对算法权力可以有效规制或者自主决定算法是否继续执行。算法权力要防止对社会

的道德、伦理及价值基础的背离，要看清技术理性的局限，让技术真正地服务于人，确保人的价值与意

义。 

4.2. 道德归位：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主体价值 

人的价值和尊严是算法伦理设计的基础和核心，智能算法的发展和对大数据的掌握导致人类对信息

处理的主体地位的让渡，数字空间中人对于信息的零散、孤立地搜索，经过算法的处理将“数据零件”

大规模地聚集统计后却成了分析把握人类主体特征的宝库，成为可预测和计算的数据客体，这种主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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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的转移使得人对于社会资源和发展的决策力量的削弱，使的人的自主决定和批判自由成为形式上的

概念,沦为技术的奴隶数据代码本身的不固定性使得很容易受到政治、商业的操纵，使得算法运行的方向

和作用都具有不确定性，取法伦理知道。脱离了人类共同崇尚的道德和法律价值的算法，会导致对算法

权利把握的失控，算法的合理性和价值性要在算法研发和运行中赋予道德和法律的审视，将算法的架构

和程序的编写中承载的价值体现理性和公平正义，这是算法权利中不可忽视的伦理的良性建设，但数字

空间中对算法权力监管的缺失，算法技术在生成阶段缺乏对以人类的福祉为目的的普世价值的融入，使

得算法拥有了无限制的自主性权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发生冲突，人成为算法权力之下可被预测和操纵

的客体。要重新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对算法设立标准，加以限制。如欧盟《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准则》

中将人的价值作为人工智能的首要考量因素和欧盟 GDPR 的默认隐私原则。对算法伦理的设计中，主张

对人工智能机器的可信赖性能的提升，对人的主体性决策能力的体现具有不可或缺性。 
算法的伦理设计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算法设计者的伦理设计义务。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道

德异乡人”概念，具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在合作时存在基础的价值取向冲突，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

同的道德体之中，对于程序的适用、善的理解、正义的分配和责任的承担都存在着不同的偏差，由此导

致了社会发展的冲突。因此需要建立蕴含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和公共理性原则的集合体，即

法律，来划定算法的伦理边界。在追求算法技术效率化的同时，对公平正义、以人为本、自由诚信等法

律价值的追求也不能松懈。技术没有偏见，但是技术背后的设计者却能够将自身价值偏好融入技术设计

的全过程。在价值上，算法既冲击了传统价值实践方式，也重塑了价值的呈现形态。算法技术的构建，

在数据获取和收集层面，受到需求目标的指向，对信息的收集具有偏向性，难以做到准确和客观，数据

样本的搜集、归类、处理等不规范数等一系列情况都会导致数据失实，从算法设计之初加强算法偏见，

侵害政治正义，伤害人的基本权利[13]。实现算法权力伦理，就要将人视为有权利、有价值的个体，在算

法技术中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的自由和人格，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和保密性。算法应注重人的

主体性，不能将人简单地“物化”或“数据化”。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对算法技术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技

能培训和伦理培训，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自律；另一方面，要加强人工智能行业的伦理建设，加强行业标

准的设立。 

4.3. 法律规制：算法可解释权限制算法偏好 

从目前主流的算法来看，对算法的深度学习无法实现算法的清晰透明。即使所有用于深度学习的代

码和程序都已发布，也不可能知道算法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得到相应的结果。这使得算法在运行中失真。

算法的权力操作偏好意味着算法的黑箱、数据歧视和技术壁垒等问题将打破社会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演

变为真正的空间歧视。算法的操作遵循一组手动编译的算法，但是它以结果表达的形式呈现了自动化的

目标决策，从而突出了编译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14]。这种自动化决策算法不公开，不接受询问，不提供

解释，不提供救济。相对人没有办法知道决定的原因。因此，应加强法律规制，将算法程序的操作逻辑

整合到法律的价值中，并对算法权力的运行边界进行设定。新技术必须从陌生的、不确定的因素转化为

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驯化的东西。同时，算法解决权的建立可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

储备了一定的空间。 
“算法解释权”的建立，使公众在质疑智能决策时，拥有请求算法开发者和数据使用者进行分析的

权力，从而避免价值误导和算法偏差，甚至要求系统在重大决策中进行重新计算和重新决策。算法的可

解释力的目标是让算法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知道偏离其期望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从而进行后续的修正或

补救，并从救济途径修改算法偏好。它具有传统权力的逻辑基础，是技术正义对法律制度和新权力之间

的权力偏见摩擦的调整。算法偏好使推荐内容过度强化用户偏好，影响用户对信息内容的自主选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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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信息茧房”效应，容易造成个人和社会隔离对当前国情世情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算法解释权可

以有效促进算法开发者与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负担趋于对等。一方面，可

以要求算法设计者和控制器解释算法决策的事实。算法用户提供影响最终决策结果的重要因素或事实，

了解算法自动决策的基础知识，以便用户能够获得数据被利用的来源和依据，以及行使拒绝权力的机会，

避免算法重复对数据的错误使用。 

4.4. 法律救济：引入算法人身权侵权纠纷 

算法权力对人的主体性侵犯是循序渐进的，在采集个人信息、提供个性推荐等行为初期，用户享受

到了智能算法带来的高质量服务，当算法对个人信息进一步收集、更深入主动地进行收集整理，用户的

处境犹如温水煮青蛙，即使感觉到权力受到侵犯，也不知如何维权[15]。更有甚者甚至是危机人的生命。

魏则西事件中，百度的竞价排名算法使得不正规医疗机构的推荐排在搜索结果前列，进而导致已经早被

淘汰的生物免疫疗法被奉为治病良方，最终使得魏则西医治无效去世。搜索引擎推荐信息的精准度是依

赖于算法的，本质上是定量和普适的，并不具备个性化特点。但是百度的竞价排名机制使得算法权力的

应用收到了利益的驱使而忽视安全性和专业性，对癌症治疗搜索结果的个性化推荐，以及百度平台对医

疗机构连接的资质审查的不严谨性，导致魏则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因病身亡[16]。在这起严重侵犯他

人生命健康权的医疗事故中，百度算法系统对医疗机构直接侵权行为起到了关键辅助作用，却逃脱了作

为帮凶应负的法律责任。 
对于算法正义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利益平衡需要在法律援助制度框架之内，适当补充算法人身权纠纷

的内容，2021 年 8 月通过的《法律援助法》第 31 条对民事法律援助事项的规定新增了人身损害赔偿情

形，结合第 22 条对法律援助形式的规定，为应对算法直接或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并造成损害结果的情况，

应畅通法律咨询、代理等法律援助服务渠道，提高法律援助信息曝光，如要求平台以显著形式标注法律

援助联系方式等。算法应用应该在提高效率和合乎伦理这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对

算法权力的规制更应当注重对于人身权损害的保护。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的认定上，应以

算法对受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及受害人经济状况为主要考量因素，不宜强求算法和后果之间存在直

接因果关系，因为算法对人认知与行为的限制往往是通过间接却有力的方式实现，稍微延长因果链符合

算法规制正义[17]。 

4.5. 秩序重构：算法与法律关系的新思考 

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分歧，算法应用在诸多方面加剧了这种复杂性，算法权力多人主体性

地位的侵犯引发的法律挑战和价值担忧，使得对算法权力的规制不得不考虑法律于算法二者的利益平衡

[18]。在算法权力异化和扩张中呈现出的问题，很多建议往往采取传统的回应型规制视角，主张将算法纳

入法律监管，通过法律对算法进行规范。这种方式可以使算法权力的运行走向正当化、合法化的渠道，

然而，必须面对智能算法所蕴含的新兴科技潜力使无穷的，规制所承载的回应型法律姿态不足以应对新

兴科技的发展步伐，因为从实践来看，科技对法律的影响意义反而比法律对科技的回应和规制更为突出。

“科学应该完全像任何其它知识或文化形式那样，受到社会学的考察。”[19]理解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一

种理想模式是重构模式，该模式强调的是法律在应对技术挑战时，应当对自身追求共同善的方式进行重

新梳理。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改变法律的属性，而是分析算法和法律的价值分别如何实现，二者之间如何

契合，以及出现冲突时应该如何解决。例如，面对算法歧视时，正确的思路不是通过法律消除算法的歧

视，而是分析算法歧视与传统歧视有何不同，根源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法律是否能够展现出不同于传

统歧视防范方式的新方案。在算法的法律应对上，重构模式可以发挥更为实质的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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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现计算正义，首先不在于解决算法运行中的问题，而是展示如何从法律角度理解算法所引

发的价值问题，以及构建出这两种“规范”之间的互动空间。算法与法律的重构不是简单的功能融合，

因为算法发挥技术功能，而法律发挥规范功能。两者的重构体现在算法对人的行为指引可视为法律指引

功能的延伸，但算法的技术价值需要由法律价值加以约束并进行价值整合。这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和社会

工程，同时展现了算法融入法律并拓展计算正义之内涵的开放空间。 

5. 结语 

现代智能算法以其强大的社会嵌入性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名片，在标记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

使得人的主体性权利受到限制。算法影响下的世界，其带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仍然要坚持重申

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以此作为考察技术与文化、权力与权利、法律与道德机器与人性的基本立场。人类

对智能算法的未来发展处于既心向往之又恐惧的矛盾态度。欢喜于智能算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其所创

造的空前社会价值可以让人类迈向更好的未来。又忌惮于有朝一日会取代人类在自然界中至高的地位。

人类才更应该为算法权力的发展建立正确的规范，将人工智能的“命脉”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互联网

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让“各说各话”的算法权力和人的主体价

值成为通向共同善良追求的绊脚石。毕竟，我们所期待抵达的未来数字空间，不仅有丰沛的信息，更有

理性、秩序以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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